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竞争力提升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孟　 夏　 　 董文婷

摘要: 本文利用 CSMAR 数据库提供的上市公司数据、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的企业进出口数据以及 UN
 

Comtrade 数据库的世界各国进出口数据, 借助 Python 爬

虫技术刻画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强度, 采用半连续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应、 作用机制及数字贸易壁垒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研究

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出口竞争力, 实证检验结果稳健。 就作用机制而

言, 生产效率提升效应、 成本降低效应以及供应链集中度提升效应是企业数字化转

型促进出口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渠道。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

与地方国有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 进口企业、 出口中间货物的企业、 位于管制性行

业的企业以及出口至非 OECD 国家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促进效果更为显著。 进一步研

究发现, 出口目的国设置数字贸易壁垒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作用。 本文结论对于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

势, 推动我国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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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算、 5G 等技术的发展, 数

字经济正在全方位影响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不断变化的数字社会和数字技术创新与

应用, 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 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
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2013 年至今, 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2021 年, 我国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简称 “十四五” 规划), 强调 “以数字

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

《 “十四五”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 则强调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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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国, 依托劳动力和资源禀赋优势, 我国传统制造业在国

际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 然而, 与先进的制造业强国相比, 我国传统企业出口的部分

产品无法满足国际市场高标准、 高质量的要求, 仍然面临被发达国家限制于 “低端

锁定” 的局面。 因此, 改变中国对传统劳动力和资源禀赋优势的依赖, 抓住数字经

济的时代发展机遇, 实现数字化转型, 对于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技术能够优化企业生产、 经营、 管理方式, 为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提供可能。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使线下交易受阻,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企业的数字

化进程。 事实证明, 已经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竞争力。 例如, eBay、 阿里巴巴

国际站、 Wish、 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通过布局独立站, 利用数字化支付与数字化海外

营销等方式增强跨境电商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但是,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 企业也会面临内部控制风险、 外部平台治理风险、 政策风险等潜在不利因素 (赵
振, 2015)[1] , 数字化转型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

尽管学者们已经在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目前还缺乏从企

业层面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贸易升级影响的系统分析。 因此, 在以往文献的基础

上,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报、 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库提供的企业层面数据,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出口竞争力进行实证检验, 时间

跨度为 2011—2016 年。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 在研究数据上, 利用 Python
爬虫功能爬取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关键词词频, 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 为合理评估数

字化转型程度提供了思路。 第二, 在研究视角上, 从微观企业角度进行分析, 更加

深入地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出口竞争力提升过程中的异质性特征。 第三, 在研

究内容上, 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出口竞争力, 作用机制为生产效率提升

效应、 成本降低效应、 供应链集中度提升效应三条路径, 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

升竞争力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 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

在理论层面, Acemoglu
 

和
 

Autor
 

(2011) [2] 将自动化引入基于任务的内生技术

增长模型, 为此后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影响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

础。 Aghion 等 (2017) [3] 的研究认为, 虽然鲍莫尔成本病可能限制人工智能对经

济增长的提升作用, 但持续的自动化则是克服成本病的可能路径。 在劳动力市场存

在摩擦的情况下, 自动化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可能减少就业, 通过创建新任务可

能在长期消除这种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作为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另一重要工具, 数据

要素的跨境流动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增长模式, 各国使用数据要素的能力以及数

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决定其能否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先机,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黄鹏和陈靓, 2021) [4] 。
在实证层面, 学者们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投入产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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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hshi
 

et
 

al. ,
 

2014) [5] 、 企业分工 (施炳展和李建桐, 2020) [6] 、 企业动态能力

(焦豪等, 2021) [7] 等的正向影响。 除微观层面的研究外, 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所处

宏观市场环境产生何种影响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研究认为: 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

可以降低国内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提升股票流动水平,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 (吴非等, 2021) [8] 。 另一方面, 在国际贸易市场上, 大数据与跨境数字平台的发

展正在重塑国际贸易方式与内容, 国际贸易市场呈现数字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二)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诸多文献研究了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传统因

素来看, 茅锐和张斌 (2013) [9] 认为出口竞争力由出口相对价格与出口产品质量

决定。 更具体来看, Eaton 和 Kortum (2002) [10] 认为产品相对价格的决定因素,
即生产成本、 贸易成本、 生产效率、 实际汇率四个方面是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 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考虑了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Xu 和 Lu
(2009) [11] 认为外资流入后的经济环境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出口竞争力提升有

促进作用, 市场分割、 基础设施、 环境规制等都对出口竞争力产生影响。
在数字化社会, 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因素更加多元。 党琳等 (2021) [12] 利

用 2008—2015 年间的数据讨论了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提升效应。 与行业层面的研究不同, 洪俊杰等 (2022) [13] 利用中国上市

公司与进出口海关的合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创新机制对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 “U” 型作用。
(三)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出口竞争力的路径

从生产效率的视角看,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后可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

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Bertani
 

等 (2020) [14] 利用欧洲各国的数据证明, 增加新型数

字生产资产的投资可以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柏培文和喻理 (2021) [15] 认为数

字经济发展会促使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 具有更高边际产出的高生产率企业可以

提高定价的能力。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 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

高生产效率, 而生产效率的提升则是助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从管理效率的视角看,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通过影响内部代理成本和外部交易

成本促进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一方面,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富有远见且具有现代

经营理念的所有者会聘请专业经理代为管理企业, 这种社会分工产生了内部代理成

本 (Chen
 

et
 

al. ,
 

2012) [16] 。 数字化技术在企业销售、 监管等环节的逐步应用有可

能降低这种内部成本。 例如, 对高管权力的监督可以降低组织代理成本 (刘政等,
2020) [17] , 但数字化也有可能使企业经营更加复杂、 业务边界模糊, 从而加大对管

理层的监督难度, 因此,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有待进一步检

验。 另一方面, 数字化可以通过信息协调调整企业与市场的沟通成本。 从生产者与

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看, 数字化平台可以降低消费者对生产厂商的搜寻成本, 提高

搜寻效率 (孙浦阳等, 2017) [18] 。 从企业与上游公司的关系来看, 数字化发展能够

使企业更全面透明地了解上游公司并与其更有效率地沟通, 降低协商与谈判成本,
即外部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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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应链效率的视角看,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为顾客提供更有竞争力

的产品, 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仅在于企业自身, 更涉及上下游供应链的方方面面。
首先,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建成更加合理高效的供应链集成系统, 优化资源配

置, 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无论是在与上游供应商还是与下游客户的合作中, 核心企

业与少数供应链伙伴之间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可以筛选并稳定忠实客户, 这种提高供

应链集中度的合作模式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其次,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 供应

方、 生产方、 零售方可能在不同的供应链条中担当差异化角色, 发挥不同的作用, 供

应链条向供应网络转变 (陈剑等, 2020) [19] , 此前的低效率环节在此过程中可能得到

改善。 然而, 作为上游供应商的顾客, 企业可能面临被 “大数据杀熟” 的风险, 企

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能遭受威胁, 进而对企业的出口表现造成负面影响。 再

次, 企业还面临着客户因了解到更多信息而流失的风险, 高度集中也可能阻碍企业数

字化。 因此, 企业能否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客户集中度、 供应商集中度及供应链集

中度以促进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有待进一步检验。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假说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竞争力提升的作用路径为生产效率提升效

应、 成本降低效应以及供应链集中度提升效应。

二、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统计, 数字经济在全球 GDP 中所占比重在 2011
年首次超过 20%。 2012—2016 年间, 全球信息与数据流动的年平均增速大约是全

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年平均增速的 54 倍①。 2011—2016 年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迅

速变化的时期, 在此期间, 企业也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数字化转型程度由 0
至非 0 的转变。 因此, 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2011—2016 年。 本文使用的数据有

以下来源: 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 数字化转型指标通过爬

取上市公司公布年报中的关键词获取; 企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

库; 各个国家进出口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数据库; 国家人均 GDP 数据来自世

界银行 WDI 数据库; 数字贸易限制性指数来源于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

(ECIPE)。 数据处理如下: (1) 将样本区间内的上市公司数据与海关数据按照股

票代码合并; (2) 剔除样本区间内退市的企业; (3) 剔除在考察年限中进行首次

公开募股的企业; (4) 对所有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最后, 共得到 4414 条数

据, 2011—2016 年具有出口行为的上市公司共有 1129 家。
(二)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竞争力

借鉴盛斌和毛其淋 (2017) [20] 的做法, 利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出口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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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 这是因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时, 企业的出口结构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

位也在逐步升级, 即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 计算产品 k 的技术复杂度:

PRODYk = ∑
c

(xck / Xc)

∑
c

(xck / Xc)
×pcgdpc

  (1)

其中, PRODYk 代表 HS6 位码表示的产品技术复杂度, xck 代表国家 c 产品 k 的

出口额, Xc 代表国家 c 所有产品的总出口额, pcgdpc 代表国家 c 的人均 GDP。 实际

上, 等式右边第一项
(xck / Xc)

∑
c

(xck / Xc)
代表国家 c 在产品 k 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其次, 对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质量调整:

Quilityck =Priceck / ∑
n

(μnk ×Pricenk) (2)
 

PRODYadj
k =(Quilityck) λ ×PRODYk (3)

其中, 式 (2) 是用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衡量的产品质量。 Quilityck 代表国家 c
产品 k 的出口产品质量, Priceck 代表国家 c 产品 k 的出口价格, μnk 代表国家 n 产品 k
的出口额占世界上产品 k 总出口额的比重。 等式右边为产品的相对价格, 比值越

高, 出口产品质量越高。 式 ( 3) 得到经过质量调整的产品技术复杂度①, 即

PRODYadj
k 。

最后, 将调整后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按照权重加总, 计算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ESIadji = ∑
k

(
xik

X i
) ×PRODYadj

k (4)

其中, xik 代表企业 i 产品 k 的出口额, X i 代表企业 i 的出口额, 以上企业在产品

层面的出口额来自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ESIadji 为最终计算得到的企业层面出口

技术复杂度, 即企业层面的出口竞争力。 在回归模型中, 对 ESIadji 作对数处理。
2. 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如何准确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近年来, 部分

学者开始使用文本分析法, 即利用 Python 爬虫功能爬取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关键词

词频, 形成词库, 加总词频, 以刻画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 袁淳等,
2021) [22] 。 这种测算方法弥补了之前研究中使用虚拟变量进行刻画的不足, 突出显

示了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差异, 也为进行半连续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创造了较好的

数据环境。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 具体

来看, 第一步, 从国家发布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 数字化主题相关文献中筛选表示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 第二步, 寻找上市公司年报中出现次数较多的数字化相关词

语, 补充关键词词库。 第三步, 根据 《2021 年中央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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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王永进等 (2010) [21] 、 盛斌和毛其淋 (2017) 的方法, λ 设定为 0. 2。



关键词按照 “数字化管理” “数字化运营” “数字化营销” “数字化产品” 分为四

个维度, 关键词对应四个维度的具体方式见图 1。 第四步, 利用上述步骤形成的关

键词词库, 统计上市公司年报中涉及以上关键词的词频数, 将词频数加总后取对数

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 Digital 。 指标数值越大, 意味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

度越高。

图 1　 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库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变化趋势, 对 2011—2016 年间每年数字

化的不同词频以及分词词频总数分别取平均值, 图 2 展示了变化趋势。 图 3 绘制了

2011—2016 年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变化趋势。
3. 控制变量

(1) 销售费用对数 (Market)。 销售费用越高, 企业的成本越高, 定价也越

高, 可能减弱出口竞争力。 (2) 总资产收益率 (ROA)。 该指标越高, 表明企业资

产利用效果越好, 出口竞争力越强。 (3) 员工人数对数 (Size)。 员工人数越多,
企业规模越大。 规模更大的企业往往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难以被市场

淘汰。 (4) 赫芬达尔指数 (Herfindahl)。 赫芬达尔指数越高, 表明企业在行业的垄

断程度越高, 在市场中更有话语权, 则出口竞争力可能越高。 (5) 前十大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 (Shareholder)。 该指标用来衡量上市公司在股东参与下的治理情况。
股东间不存在关联时, 企业面临的约束力度更大, 这种约束力将会对企业管理效率

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出口竞争力。 (6) 现金比率 (Solvency)。 现金比率越高,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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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能力越强, 更容易得到合作企业的信任, 通过提升供应链上下游效率的方式改变

出口竞争力。

图 2　 不同词频变化趋势
 

图 3　 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变化趋势

(三) 基准计量模型

为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采用半连续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

实证检验 (Nunn
 

and
 

Qian,
 

2011) [23] 。 基本思路是, 我国有关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

质性政策始于 2013 年, 数字经济新型业态的产生主要发生在这之后 (马化腾等,
2015[24] ; 杜传忠和张远, 2021[25] ) 。 从上文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的分析也可以

看出, 2013 年起, 数字化词频数由 0 开始快速增加。 然而, 具体来看, 不同企

业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时间不同, 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也不同, 使用普通双

重差分方法无法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变化, 鉴于此, 本文采用半连续双重差分

的方法检验。 具体做法为: 将数字化转型程度为 0 的企业设置为控制组, 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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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程度为非 0 的企业设置为实验组, 实验组共 970 家企业, 控制组共 159 家

企业。 在样本观察期内, 大部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发生了由 0 至非 0 的转

变, 符合半连续型双重差分中强度变量的设计, 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 我们设置如下计量模型:
 

lnESIit =β0 +β1Digitalit + γControlsit +γi +λ t +εit
 (5)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lnESIit 为企业出口国际竞争力的

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Digitalit 为 i 企业在 t 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Controls 代表控制

变量, γi 和 λ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预期 β1>0, 即企业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出口国际竞争力。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表 1 第 (1) 列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 其中,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

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 企业数字

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出口竞争力①。 为了解决回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测量误差、 遗漏

变量、 样本自选择等问题, 确保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1. 更换变量衡量方式

为了排除测量误差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本文采用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其他衡

量方式重新进行估计。 借鉴文东伟等 (2009) [26] 的研究方法并加以改进, 构建企

业层面的竞争力指数 (ECI), 检验结果见表 1 第 (2) 列。 同时, 本文更换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衡量方式并进行检验, 更换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 (Digital-n) 来自

CSMAR 数据库②, 检验结果见表 1 第 (3) 列。 在更换衡量方式后, 企业数字化转

型仍然显著提高了出口竞争力, 回归结果较稳健。
2. 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

将数字化转型指标按照数字化技术及应用 (Digital-d1)、 网络化技术及应用

(Digital-d2)、 智能化技术及应用 (Digital-d3)、 信息化技术与应用 (Digital-d4)
进行分类, 分别检验其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结果见表 1 第 (4) — (7) 列。 可

以看出, 四个指标均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竞争力。 网络化技术及应用的系数值最

大, 这体现了工业互联网使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加快, 有力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
 

3. 控制多维固定效应

在现实生活中, 企业常常面临不同维度的冲击, 利用多维固定效应可以尽可能

减小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 (Xu,
 

2018) [27] 。 本文将样本拓宽至 “企业—出口国—
行业—年份” 四维层面, 拓展维度后共计有 59

 

205 个观察值。 表 1 第 (8) 列为

多维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 企业数字化转型仍然显著提高了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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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的有效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以及安慰剂检验, 限于篇幅, 相关检验结果可登陆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限于篇幅, 该指标具体计算方法查阅同前。



4. 克服样本选择偏差

本文选择 Heckman 两步法以克服样本选择偏差。 选择企业上一期是否有出口

行为作为排他性变量 ( Chatterjee
 

et
 

al. , 2013) [28] , 表 1 第 (9) 列报告了检验结

果, 逆米尔斯比率 ( IMR) 的系数显著, 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差, 进行 Heckman
两步法检验是有必要的, 而在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后, 企业数字化转型仍然显著提高

了出口竞争力。

表 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ESI ECI lnESI lnESI lnESI lnESI

基准
回归

更换
因变量

更换
自变量

分解自变量
多维
固定

Heckman

(1) (2) (3) (4) (5) (6) (7) (8) (9)

Digital 　 0. 090∗∗∗ 　 6. 177∗∗∗ 　 　 0. 093∗∗∗　 　 0. 084∗∗∗

(3. 20) (3. 13) (3. 98) (3. 16)

Digital-n 　 0. 147∗∗∗

(3. 79)

Digital-d1 　 0. 017∗∗∗

(3. 75)

Digital-d2 　 0. 035∗∗∗

(8. 91)

Digital-d3 　 0. 009∗∗∗

(2. 93)

Digital-d4 　 0. 009∗

(1. 67)

IMR -1. 125∗∗

( -2. 11)

常数项 　 10. 726∗∗∗　 　 -1. 139 10. 651∗∗∗ 10. 736∗∗∗ 11. 196∗∗∗ 10. 821∗∗∗ 11. 136∗∗∗ 9. 926∗∗∗ 11. 604∗∗∗

(12. 55) ( -0. 49) (13. 31) (12. 88) (15. 87) (12. 58) (26. 08) (345. 98) (11. 9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口国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行业×时间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样本量 4
 

165 4
 

414 4
 

165 4
 

165 4
 

165 4
 

165 4
 

165 59
 

205 4
 

165

R2 0. 163 0. 037 0. 182 0. 185 0. 179 0. 172 0. 157 0. 228 0. 169

注: 括号内数值为修正了异方差后的 t 统计量;∗ 、∗∗ 、∗∗∗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 10%、 5%、
 

1%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二) 异质性分析

1. 按照企业所有制分类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差异较大, 按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 将上市

公司分类为民营企业、 地方国企以及中央企业①, 检验结果见表 2 第 (1) — (3)
列, 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民营企业以及地方国企显著提升了出口竞争力, 而数字化转

型对于中央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则没有影响。 与中央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以及地方国

企自主性较强, 出于自身盈利以及为地方政府创收的目的, 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

转型相关技术开源节流, 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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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CSMAR 数据库。



2. 按照企业贸易方式分类

加工贸易企业的实际生产与出口环节复杂, 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其降低信息沟

通成本。 同时, 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提升生产效率。 对一般贸

易企业来说, 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其在市场调研、 组织和落实客源等交易前环

节的效率来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2 第 (4)、 (5) 列,
数字化转型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系数值相对更大。 因此, 本文认为数

字化转型可能是加工贸易企业跨越低端陷阱, 实现价值链升级的有效路径。
3. 按照进口企业与非进口企业分类

企业是否进口对其出口表现有重要影响。 Brandt 和
 

Morrow (2017) [29] 指出中

间品的进口能够促进企业提升出口的深度和广度。 为了检验此问题, 本文按照企业

是否进口进行分类检验, 结果见表 2 第 (6)、 (7) 列。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进口企

业的出口竞争力, 但对非进口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进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后, 能够

更有效地借助数字技术选择更具性价比的中间品, 提高供应链连接效率。 同时, 进

口企业进口的中间品以及资本品多是国外高技术水平产品和高质量产品, 进行数字

化转型的企业有能力在进口中学习先进技术。
 

4. 按照产品类型分类

按照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 BEC 分类法, 对企业出口的产品按不同类型分

类, 将食品和饮料、 工业用品、 燃料和润滑油、 资本货物、 运输设备定义为中间货

物; 将用于消费的商品定义为消费品; 将用于资本投资的商品定义为资本品。 按照

产品类型检验的结果见表 2 第 (8) — (10) 列, 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出口中间

货物产品企业的竞争力, 对于出口资本品以及消费品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
5. 按照行业管制程度分类

本文按照行业内管制程度进行分类, 将样本划分为处于管制性行业的企业以及

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①。 在竞争性行业中, 合作方在市场中拥有较多的可替代对

象, 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较高。 通过数字化交易, 企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

高竞争力。 在管制性行业中, 企业享有政府补贴与优惠支持, 生存压力小, 提升竞

争力的动力不足, 数字化转型可能无法明显提升这部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检验结

果见表 2 第 (11)、 (12) 列, 这验证了以上逻辑。
6. 按照出口目的国分类

根据企业出口目的国收入水平差异, 将出口目的国分为 OECD 国家以及非

OECD 国家, 表 2 第 (13)、 (14) 列中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向非 OECD
国家出口企业的回归系数更高, 即出口地收入水平越高,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出

口竞争力的提高效果反而越弱。 这是因为, 较为发达的 OECD 国家本身就进口高质

量产品, 生产线成熟,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有限, 而相对不发

达的非 OECD 国家进口的产品质量偏低, 数字化转型对这部分出口企业竞争力的提

升效果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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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证监会 2012 年版本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为 B、 C25、 C31、 C32、 C36、 C37、 D、 E48、 G53、 G54、
G55、 G56、 I63、 I64、 K 以及 R 的行业定义为管制性行业, 其他行业定义为竞争性行业。



表 2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企业所有制

 

企业贸易方式 是否为进口企业
民营企业 地方国企 中央企业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进口 非进口

(1) (2) (3) (4) (5) (6) (7)

Digital 0. 081∗∗ 0. 123∗∗∗ 0. 120 0. 066∗∗ 0. 112∗∗ 0. 069∗ 　 0. 022
(2. 33) (3. 18) (1. 42) (2. 18) (2. 11) (1. 75) (0. 66)

常数项
10. 409∗∗∗ 11. 081∗∗∗ 9. 085∗∗∗ 10. 362∗∗∗ 11. 254∗∗∗ 10. 373∗∗∗ 10. 090∗∗∗

(10. 41) (8. 51) (4. 22) (10. 58) (7. 91) (10. 78) (11. 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
 

007 772 320 3
 

651 514 2
 

084 2
 

081
R2 0. 180 0. 146 0. 213 0. 183 0. 316 0. 199 0. 258

变量
产品类型 行业管制程度 出口目的国

资本品 消费品 中间货物 管制性 竞争性 OECD 非 OECD
(8) (9) (10) (11) (12) (13) (14)

Digital 0. 031 0. 040 0. 135∗∗ -0. 068 0. 087∗∗∗ 0. 022 　 0. 047∗∗

(0. 54) (0. 91) (1. 99) ( -0. 45) (2. 93) (1. 46) (2. 47)

常数项
12. 495∗∗∗ 8. 528∗∗∗ 13. 522∗∗∗ 11. 473∗∗∗ 10. 667∗∗∗ 10. 790∗∗∗ 10. 959∗∗∗

(9. 16) (8. 65) (8. 13) (4. 13) (11. 40) (15. 57) (12. 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924 2
 

152 1
 

004 500 3
 

665 41
 

091 18
 

051

R2 0. 307 0. 187 0. 214 0. 152 0. 175 0. 215 0. 214

四、 机制检验

进一步地, 为了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竞争力可能的影响渠道, 本文在理

论分析的基础上, 进行如下三条路径的检验。
(一) 生产效率提升效应

从 “开源” 的角度看, 大数据为企业提供了海量信息, 企业一方面可以利用

数字化技术搜寻信息, 生产更加适合出口目的国以及目标客户群体的产品, 优化资

源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创新不断学习新技术, 更快地进行产品迭代, 提高

生产效率。 从 “节流” 的角度看, 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能够优化生产流程, 在

降低成本的过程中提高生产效率。 为了检验企业是否能够通过以上提升生产效率的

方式提高出口竞争力, 本文利用 LP 方法 (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 [30] 估算公

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目前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大多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而本

文的研究以上市公司为对象, 因此, 借鉴张叶青等 (2021) [31] 的方法, 利用主营

业务收入、 员工数量、 购买商品和劳务所用金额和固定资产等指标测算生产效率。
检验生产效率提升效应的计量模型见式 (6):

lnESIit =β0 +β1Digitalit ×TFP it +β2Digitalit +β3TFP it + γControlsit +γi +λ t +ε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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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FP it 代表企业 i 在 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Digitalit ×TFP it 交互项的系数是

本文关注的重点, 在对全要素生产率做标准化处理后, 检验结果见表 3。 第 (1)
列中, Digitalit ×TFP it 的估计系数为 0. 031, 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这意味着生产效

率提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渠道之一。 这一结果证实了企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后, 能够通过 “开源” 与 “节流” 两种方式提升生产效率, 进而

提高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

表 3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生产效率
提升效应

成本降低效应 供应链集中度提升效应

(1) (2) (3) (4) (5) (6) (7)

Digital 　 0. 048∗∗∗ 　 0. 107∗∗∗ 　 0. 013 　 0. 013 -0. 023 -0. 024 -0. 017
(3. 69) (3. 58) (1. 11) (0. 66) ( -1. 59) ( -1. 47) ( -1. 09)

TFP
-0. 015

( -0. 61)

Digital×TFP 0. 031∗∗

(1. 97)

ASI 0. 096
(0. 71)

Digital×ASI -0. 184∗∗

( -2. 02)

S_Cost 0. 049
(0. 67)

Digital×S_Cost -0. 263∗∗∗

( -2. 67)

M_Cost 1. 120
(1. 50)

Digital×M_Cost -0. 400∗∗

( -2. 08)

Customer 0. 071∗

(1. 95)

Digital×Customer 0. 039∗∗

(2. 24)

Purchase 0. 021
(0. 79)

Digital×Purchase 0. 017
(0. 69)

SupplyChain 0. 076∗ 　
(1. 81)

Digital×SupplyChain 0. 042∗

(1. 71)

常数项 10. 905∗∗∗ 10. 776∗∗∗ 11. 424∗∗∗ 11. 091∗∗∗ 9. 665∗∗∗ 9. 731∗∗∗ 9. 943∗∗∗

(28. 69) (30. 46) (27. 75) (12. 08) (22. 06) (22. 78) (23. 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
 

499 4
 

168 4
 

165 4
 

165 3
 

356 3
 

339 3
 

356

R2 0. 275 0. 241 0. 218 0. 160 0. 159 0. 152 0. 132

(二) 成本降低效应

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代理成本能够改变企业边界, 数字化则通过降低成本引发

企业边界的扩张与收缩。 从外部交易成本降低的角度来看, 数字化为企业交易前的

信息搜寻、 交易中的谈判协商以及交易后的监督提供便利, 有利于企业降低外部成

本。 从内部代理成本降低的角度来看, 数字化不仅能够通过监督减少管理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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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行为, 而且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 降低组织代理成本。
本文使用资产专用性 (ASI) 表示外部交易成本, 因为专用性资产通常有特定

用途, 流动性和可转换能力比较差, 资产专用性越强, 企业交易成本越高。 具体来

看, 资产专用性等于无形资产、 在建工程、 长期待摊费用及固定资产之和在总资产

中的比重 (王竹泉等, 2017) [32] 。 汪立鑫和刘钟元 (2014) [33] 则将企业历年的销

售费用以及管理费用作为内部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 最终, 我们用企业销售费用比

重 (S_Cost) 以及管理费用比重 (M_Cost) 来衡量企业内部代理成本。 检验成本降

低效应的计量模型见式 (7):
lnESIit =β0 +β1Digitalit ×X it +β2Digitalit +β3X it + γControlsit +γi +λ t +εit

 (7)

其中, X it 代指 ASI、 S_ Cost、 M_ Cost , 检验结果见表 3。 从第 (2) 列可以看

出, 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 进而促进其在出口市场中竞争力的提

升。 从第 (3)、 (4) 列可以看出, 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提升出

口竞争力, 其中, Digital × M_ Cost 的系数绝对值大于 Digital × S_ Cost 的系数绝对

值, 即数字化转型后, 管理费用的降低幅度大于销售费用的降低幅度, 总体来看,
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 内部代理成本的作用效果大于外部交易

成本。
(三) 供应链集中度提升效应

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应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 可以提高其对供应链集成系统的

监控程度, 进而提升出口竞争力。 首先, 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群体特征进

行刻画, 为其提供更好且更具有针对性的产品, 保持客户不流失。 其次, 出口企业

通常拥有固定的上游供应商, 而供应商也可能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不断进行数字化

转型以稳定客源, 所以供应商集中度的提高可能无法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
为了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通过供应链集中度提升效应影响出口竞争力, 本

文分别利用客户集中度 (Customer)、 供应商集中度 (Purchase) 以及供应链集中度

(SupplyChain) 三项指标与数字化转型指标的交互项进行检验。 具体来看, 用企业

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衡量客户集中度, 用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比衡量供应

商集中度, 用企业前五大客户销售额与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的均值表示供应链

集中度。 检验供应链集中度提升效应的计量模型见式 (8):
lnESIit =β0 +β1Digitalit ×SCIit +β2Digitalit +β3SCIit + γControlsit +γi +λ t +εit

 

(8)
其中, SCI 为集中度指标, 具体表示 Customer、 Purchase 以及 SupplyChain 三项

指标, 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检验结果见表 3。 具体来看, 第 (5) 列中, 交互项

Digital×Customer 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即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推动企业提

高客户集中度进而提升出口竞争力。 第 (6) 列中, 交互项 Digital×Purchase 的系数

不显著, 即供应商集中度的改变并不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出口竞争力的影响途径。
综合来看, 第 (7) 列交互项 Digital×SupplyChain 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但

由于供应商集中度的平均作用, 显著性相较第 (5) 列交互项的系数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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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拓展性分析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企业出口市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环境具有重要

影响。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 但同时也会面临数据安全、 隐

私保护、 跨境支付、 税收监管等方面的风险。 各国对互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

设程度有差异, 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冲击, 一些国家出台数字贸易限制

规则, 在数字贸易环境、 技术性限制措施、 数据本地化要求、 知识产权四个领域设

置新型贸易壁垒, 即数字贸易壁垒, 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及企业

的发展, 更不利于数字技术的创新。 本文研究样本是具有出口行为的企业, 而企业

出口目的国对数字贸易的限制可能阻碍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为了

检验这种影响, 本文考虑出口目的国数字贸易壁垒的差异, 将 ECIPE 发布的数字

贸易限制性指数 (DTSI) 作为各出口目的国数字贸易壁垒的代理变量。 目前, 在

公开数据中, 仅能获取 2017 年一年内 64 个经济体的 DTSI, 为了拓宽时间范围,
我们利用 ECIPE 提供的数字贸易限制性指数框架和数字贸易政策数据库, 识别政

策实施时间并计算 DTSI。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得到 2011—2014 年的数字贸易

限制性指数, 以进行拓展性分析。
数字贸易壁垒的设置可能阻碍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首先, 数

字贸易壁垒的设置不利于企业创新。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需要构建的信息系统、 移

动支付、 人工智能等应用可能受到贸易伙伴国的使用限制, 企业不仅在自身创新上

获得的激励减少, 而且无法向国外先进企业借鉴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 其次, 数

字贸易壁垒的设置提高了交易成本, 以数字贸易壁垒中的本地化要求为例, 企业数

据存储在本地提高了企业之间搜寻、 查找信息的成本。
本文构建 DTSI 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进行回归, 检验数字贸易壁垒的作用效

果, 结果见表 4。 可以看出, 出口目的国数字贸易壁垒越高, 越不利于企业数字化

表 4　 基于数字贸易壁垒的拓展性分析结果

变量
lnESI

(1) (2) (3)

Digital
　 　 0. 046∗∗∗ 　 　 0. 046∗∗∗ 　 0. 009

(3. 80) (3. 80) (0. 89)

DTSI
1. 637∗∗∗ 1. 636∗∗∗ 0. 412∗∗∗

(15. 28) (15. 25) (2. 68)

Digital×DTSI
-0. 234∗∗∗ -0. 234∗∗∗ -0. 159∗∗∗

( -4. 05) ( -4. 05) ( -3. 07)

常数项
9. 669∗∗∗ 9. 670∗∗∗ 10. 024∗∗∗

(506. 27) (497. 19) (479. 50)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出口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样本量 18
 

321 18
 

321 18
 

321
R2 0. 023 0. 023 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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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提升出口竞争力, 这验证了前文的逻辑。 为了助力企业顺利进行数字化转型,
促进企业提升出口竞争力, 如何削减数字贸易壁垒, 在区域贸易协定内制定公平的

数字贸易政策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1—2016 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进出口的合并数据, 从企业层面

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1) 企

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出口竞争力, 实证检验结果比较稳健。 进一步的机制检

验表明, 生产效率提升效应、 成本降低效应以及供应链集中度提升效应是企业数

字化转型促进出口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渠道。 ( 2)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数字化

转型对民营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 进口企业、 出口中间货物的企

业、 位于管制性行业的企业以及出口至非 OECD 国家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提升效果

更为显著。 (3) 将企业所处的外部国际市场环境纳入考虑, 发现出口目的国设

置数字贸易壁垒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本文的分析为传统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实现数字化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力支持, 也为我国出口企业

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以上研究, 本文提出以下

政策建议。
第一, 为了真正获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 我国企业应该从产品、 运营、 供

应链三个方面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 首先, 数字化转型的实现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

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为基础, 企业应该在产品端寻求数字化创新, 不断提高产品

附加价值。 其次, 数字化发展使企业生产过程被分解为多个生产环节, 为了降低生

产环节增多产生的成本, 要加强生产运营全过程的融合贯通, 提高信息沟通效率,
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管。 最后, 利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智慧供应链建设, 构建与合

作伙伴之间的信任体系, 与上游供应商之间实现资源与优势互补, 提高下游客户对

企业的满意度与黏性。
第二, 我国政府需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积极引导并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转型。 首先, 搭建数字化平台, 加快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公共服务支持能

力。 其次, 针对部分转型困难的企业, 应该降低转型门槛, 适当采取帮扶措施, 针

对不同类型、 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采取差异性支持政策。 最后, 营造良好的竞争环

境, 增强数字化监管能力。 良好的竞争环境更有利于数字化转型提升出口竞争力,
政府部门应当强化协同治理和监管机制, 建立数据安全保障系统。

第三, 我国应该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 提高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

权, 为削减数字贸易壁垒做出努力。 一方面, 树立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加快自

贸区建设, 加快与其他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 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创建良好

环境。 另一方面, 在区域贸易协定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 致力于削减数字贸易壁

垒, 制定区域间关于数字贸易规则的统一性标准, 促进数字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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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ement
 

of
Export

 

Competit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MENG

 

Xia　 DONG
 

Went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CSMAR
 

database,
 

the
 

import
 

and
 

export
 

data
 

of
 

enterprises
 

from
 

China
 

Customs
 

import
 

and
 

export
 

database,
 

and
 

the
 

worldwide
 

import
 

and
 

export
 

data
 

from
 

UN
 

Comtrade
 

databas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nsity
 

of
 

listed
 

companies
 

through
 

Python
 

crawler,
 

and
 

uses
 

a
 

semi-continuous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of
 

enterprises
 

on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the
 

role
 

digital
 

trade
 

barriers
 

play
 

in
 

the
 

relationship.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
tion

 

of
 

enterprise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results
 

of
 

the
 

em-
pirical

 

tests
 

remain
 

robust.
 

Regarding
 

the
 

mechanis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mprove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mainly
 

by
 

improving
 

productivity,
 

reducing
 

costs
 

and
 

in-
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ratio
 

of
 

supply
 

chain.
 

The
 

results
 

of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
 

competi-
tiven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cessing
 

trade
 

enterprises,
 

import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exporting
 

intermediate
 

goods,
 

enterprises
 

in
 

regulated
 

in-
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exporting
 

to
 

non-OECD
 

countries.
 

The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digital
 

trade
 

barriers
 

imposed
 

by
 

export
 

destinations
 

hi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
prises

 

from
 

improving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ur
 

conclusio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im-
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strengthening
 

their
 

competi-
tive

 

advanta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promoting
 

China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negotiation
 

of
 

digital
 

trade
 

rule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ical
 

Complex-
ity;

 

Digital
 

Trade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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